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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境留守儿童的生存现状与支持体系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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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留守儿童研究的一个主要发展趋势是关注该群体内部的多元性，并在此基础上将关怀

与支持的重点向弱势留守儿童倾斜。本研究建构“困境留守儿童”概念来界定留守儿童中的最弱势群
体，分析其具体类型、生存现状与困境形成原因。研究发现，困境留守儿童不仅身处严峻的生存危机，还
面临复杂的心理困境与情感关怀的严重缺失。要切实改善困境留守儿童的生存现状，需要多方主体协
同合作，形成综合性支持体系。为此，政府主体应扩大其正式社会保障资源的供给能力，增强政策执行
过程中对儿童主体性的认知; 各类非政府组织应充分发挥其专业优势，在为困境留守儿童提供心理疏导

与情感陪伴等多元支持方面继续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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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的快速推进，城乡之间的劳动力流动已成为常态，农村青壮年进入城市务

工，将未成年子女留在家乡，导致“留守儿童”大量出现。这些留守儿童长期与父母分离，缺乏有效
的监护，面临较高的成长风险。基于此，留守儿童群体吸引了各界的广泛关注。在学术研究领域，
既有的成果从日常照料、人身安全、受教育情况、心理健康状况等各个方面对留守儿童群体进行了
全景描述［1］。这些分析中，留守儿童一般被视为一个同质性较高的群体，由于经历了家庭抚育结
构的改变，农村留守儿童会在学业表现、心理素质、性格塑造等方面呈现出不同于非留守儿童的特
征［2 － 4］。不过，近年来，对于留守儿童的研究开始细化，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留守儿童内部
的差异性与多样化特征，从不同的角度来筛选出留守儿童内的子群体，对其进行集中探讨。综合既
有的研究成果，性别视角与地区差异是最常被用来对留守儿童进行内部分类的两个维度。在性别
视角下，留守女童的受关注度要更高一些。段成荣、杨舸集中展示了留守女童的整体境遇，其研究
中的一个重要发现是高龄留守女童( 13 ～ 17 岁) 在受教育方面表现出来的劣势地位［5］; 岳慧兰、郭
少榕重点关注了留守女童的心理健康状况，研究结果表明留守女童更容易出现焦虑感，其心理健康

水平要低于留守男童［6 － 7］。在地区维度上，虽然关于留守儿童的研究在数据收集方面涉及到众多
省份与地区，但比较一致的认同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留守儿童面临着更大的困境，更值得关

注［8 － 10］。
无论是留守女童还是欠发达地区的留守儿童，相关研究在走向细化的同时开始将更多的关注

点集中到留守儿童中的弱势子群体身上。这一变化与留守儿童的关爱支持体系的发展趋势相一
致。本质上而言，留守群体的出现与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高度相关，大量农村儿童与父母分隔两
地，在亲情缺失的家庭环境中成长，他们的经历不再是单纯的个体生命的变迁，而是一个社会发展

的阶段性后果。留守儿童群体遭遇的困难需要国家、社会提供有效的帮助与支持。2016 年 2 月，
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将农村留守儿童的关爱保
护纳入未成年人保护政策措施和工作机制。同年 4 月，民政部发布“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
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的通知”，强调民政部门在留守儿童的保护工作中承担的兜
底保障职责，“指导乡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 、村( 居) 民委员会主动发现报告处于生活困境的农
村留守儿童，及时将符合条件的农村留守儿童及其家庭纳入有关社会救助、社会福利政策保障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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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协调公益慈善力量提供关爱帮扶，帮助农村留守儿童及其家庭解决实际生活困难。”“兜底保障”
“生活困境”等概念的使用体现了留守儿童关爱支持政策的弱势关怀倾向，这种取向也是国家社会
福利保障制度建设的应有之义。为了更好地利用保障资源，发挥民政部门的兜底功能，确定留守儿
童中的极端弱势群体就成了重中之重。
本研究即是在此背景下，通过在河南、江西、贵州三个省份收集到的资料与数据，甄别出留守儿

童中的困境群体，对其生存现状与支持体系进行分析。调研最初启动是在 2016 年 7 月，当时正值
各地方政府在国务院的督促下集中开展针对留守儿童的关爱活动、推行相关的保障政策，为资料的
采集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在针对留守儿童的调研方面，本研究主要依托在 2016 年开展的“农村留
守流动儿童、老年人保障服务状况调查及相关政策支持体系研究”项目，项目共收集了针对留守儿
童个体情况的有效问卷 1 881 份，完成了 60 名留守儿童的深度访谈与详细资料搜集。在 2017 年至
2019 年 6 月期间，笔者还对部分留守儿童进行了跟踪研究。

一、困境留守儿童的界定与分类

对于儿童中弱势群体的关注，学术界已经积累了颇为丰富的研究成果。在儿童福利研究领域，
研究者常用“困境儿童”来区分儿童中亟待关怀的特殊群体［11 － 12］。概括而言，困境儿童指的是“由
于其父母中的一方或双方因各种原因失去照顾能力，致使家庭中原有的抚育模式受到破坏，需要外

在力量提供帮助的十八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13 － 14］。从现实中困境的成因来看，儿童面临的困境
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 家庭与个人。家庭功能缺失型困境儿童主要包括脱离家庭环境的儿童以及
困境家庭的儿童，而个人困境则主要指的是儿童个体生理性的重病、重残等情形。同时遭遇家庭与
个体困境的儿童是“多重困境儿童”。也有研究者将家庭困境称为“社会性困境”，即非儿童自身原
因导致的困境［12 － 13］。综合既有研究，困境儿童一般包括残疾儿童、重病儿童、低保家庭儿童、事实
无人抚养儿童、贫困家庭儿童等群体［15］。
借鉴“困境儿童”概念体系，留守儿童中的极端弱势群体可以用“困境留守儿童”概念来界定。

作为父母双方外出务工或一方外出务工另一方无监护能力、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留守儿童在
成长过程得到的有效监护严重缺失，极易因各种风险、意外事件的影响而陷入危机之中。在一定程
度上，留守儿童都是遭遇着“社会性困境( 家庭困境) ”的“困境儿童”。在普遍遭遇社会性困境的
前提下，既有研究重点关注了留守儿童在生理健康、心理健全以及教育需求等方面面临的问题［16］。
然而，这些一般化的问题描述，并不是针对留守儿童中最弱势群体困境状况的准确呈现。对于极弱
势的子群体来说，他们的困境更加偏向于个体生存的基本需求维度，是“生存面临危机”而非“生活
中出现问题”。这部分在个体生命安全与健康成长方面遭遇着严重危机的留守儿童才是本研究关
注的困境留守儿童。参考困境儿童以困境成因为基础的分类体系，对困境留守儿童的类型区分同
样可以从儿童自身及其所处的家庭环境两个方面入手。儿童自身的致困因素主要指个体身患重
病、残障等情形; 而家庭方面的致困因素主要指的是因为家庭成员发生变故而导致儿童监护更大程
度的缺失与恶化，即由于家庭成员尤其是负有监护职责的看护人出现离异、死亡、伤病、残障等情
况，使留守儿童的生存处境受到严重影响。
综上所述，本研究将“困境留守儿童”界定为: 由于自身或家庭原因导致基本生存状况恶劣、身

心健康出现严重危机的留守儿童。结合实地调研，困境留守儿童主要包括以下 4 类群体: 单亲家庭
的留守儿童，即父母亲一方因离异、出走、死亡等情况造成亲代抚育缺位，且另一方在外打工的家庭
中的儿童; 重病、残障家人( 包括不具备监护能力的未外出的亲代以及隔代或其他亲戚) 看护照料
的留守儿童; 自我监护的留守儿童; 自身残障、身患重病的留守儿童。需要说明的是，困境留守儿童
中同样存在遭遇多重困境的个体，如在河南、贵州的一些农村中，部分本身身患疾病的留守儿童同
时也是单亲家庭的孩子，这种困境叠加的情况让他们的生存处境更为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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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困境留守儿童的危机现状与成因

( 一) 严重的生存危机与普遍性的家庭贫困

此次调研中，四种类型的困境留守儿童共计 186 人，占全部被调研留守儿童的 9. 9%。在所有
困境留守儿童中，自身遭遇生理障碍，即身患重病、残障的留守儿童数量最多。

表 1 各类型困境留守儿童数量与比例

类别
单亲家庭留守

儿童

重病、残障家人看护
照料的留守儿童

自我监护留守

儿童

自身残障、身患重病
的留守儿童

总计

数量 40 33 18 95 186

百分比 2. 1 1. 8 1. 0 5. 0 9. 9

与被调研留守儿童的平均水平相比，困境留守儿童最突出的危机是基本的生存需求难以得到

有效满足。所谓基本生存需求主要是指留守儿童在日常饮食、冬衣获取与居住房屋安全方面的需
求，从表 2 数据来看，困境留守儿童基本生存需求方面的保障程度普遍偏低。儿童生存危机的形成
与其生活的留守家庭经济情况直接相关。数据显示，困境留守儿童中约有 70%来自被识别确定的
贫困户家庭。困境留守儿童的遭遇在很大程度上是农村留守家庭陷入经济危机的体现。

表 2 留守儿童衣、食、住方面保障情况

类别 经常或偶尔有吃不饱的情况 冬衣不够穿 居住房屋不安全

留守儿童 8. 8% 5. 6% 7. 5%

困境留守儿童 20. 5% 14. 3% 22. 4%

( 二) 多元需求凸显与家庭功能弱化

在基本生存保障缺失这一“共性”危机之外，不同类型的困境留守儿童还经历着各自特殊的成
长障碍。在单亲家庭留守儿童，重病、残障家人看护照料的留守儿童以及自我监护的留守儿童身上
表现较为突出的是心理方面的偏差与消极倾向。已有研究表明，留守儿童群体由于家庭陪伴的缺
失而极易出现孤独、焦虑等不良情绪［17］。这种孤独、焦虑感在监护人进一步缺失的单亲家庭留守
儿童以及自我监护留守儿童身上表现最为明显。虽然“留守”在大多农村地区已成为常态，儿童之
间不会因为“他的爸爸妈妈外出打工了”这一朴素认知而排斥留守在家的孩子，但这些亲代监护人
“完全缺席”的特殊家庭中的儿童始终是小伙伴中的“异类”。
对于单亲家庭的留守孩子来说，在其他留守儿童通过各种渠道获得来自父母支持，亦或在流动

人口返乡阖家团聚的时候，这些孩子的失落感会更加严重。数据显示，单亲家庭中的留守儿童每年
能够从父母那里获得的经济支持要远远低于所有留守儿童的平均水平。

表 3 单亲家庭留守儿童年度花费与父母供给水平

类别 每名儿童年度总花费 父母每年提供给孩子的经济支持

留守儿童 5 187. 4 元 4 088. 9 元

单亲家庭留守儿童 4 587. 1 元 2 662. 5 元

注: 留守儿童年度总花费项目包括: 零用钱、衣物等生活必需品、在校期间的生活费、上学的交通费、学杂费以及书本费。父母
提供给孩子的经济支持指的是父母亲通过各种方式交付给留守儿童或其监护人的花费。

虽然儿童健康成长所需的心理陪伴与情感关怀并不能完全借由经济层面的供给来实现，但在

离散化、父母不在场的家庭关系中，各种形式的经济支持所承载的情感交流意涵会逐渐加重。然
而，无论是物质形式的经济供给，还是非物质形式的亲情传达，单亲家庭留守儿童从父母那里得到

的支持都非常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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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自我监护的留守儿童，由于各地对该群体的高度重视以及推行的多项“杜绝”措施①，本研
究中发现的自我留守儿童案例较少②。通过对几名自我监护留守儿童的访谈来看，他们在物质供
给方面并没有出现明显问题，外出的家长出于“补偿”心理，一般都会按时给孩子提供充足的生活
费。因此对于自我留守的儿童来说，日常生活中的最大困境同样是心理层面的孤单与无助。由于
家中没有任何共同生活的成年人，导致这些孩子的日常生活缺乏及时关怀与有效监管，进而极易出

现出现心理与性格方面的偏差。放任这种不良倾向持续发展，会对儿童的生命健康形成极大威胁。
案例 1: 顾某，女，14岁，贵州省 ＲS村人。顾某与 10岁的弟弟一同留守在家生活，没有任

何家庭成员或亲属作为看护人。姐弟两人祖父母、父亲都已去世，母亲为了偿还家庭债务常年
在外地打工，姐姐在成年后也开始了务工生涯。与村子里其他留守儿童相比，顾某姐弟从母亲
那里得到的经济支持是非常充足的，母亲每月会给两个孩子 1 000元的生活费，完全足够两个
孩子的日常花销。对于顾某来说，留守生活中遇到的最大问题是时刻困扰她的孤独感，特别是
在从学校返回家乡后，面对空无一人的房屋，心中的孤单和无助感尤其强烈。在家留守了两个
多月后，顾某的日常行为越来越呈现出两种极端倾向:在学校的时候和同学肆无忌惮的说笑、
玩闹，回到家之后却整日沉默，甚至不会和一同留守的弟弟进行交流，做饭的频率也逐渐降低，

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依靠各种零食饱腹，将时间全部花费在玩手机上。
至于自身残障身患重病的留守儿童，他们的困境集中体现为专业护理与康复支持的严重匮乏。

对于这些“特殊儿童”所在的农村家庭来说，随着孩子的成长带来的是日渐沉重的照料负担。年轻
的父母或出于经济压力而在外打工，或是试图逃避繁杂的照料责任而离乡流动，特殊儿童的看护最

终只能交由祖父母或外祖父母负责，这些年老体衰的家庭成员不仅缺乏科学的护理知识，也面临着

自身心力逐渐衰退的艰难处境。在此情形下，残障、重病留守儿童得到的照料内容是极为“粗放”
的，在基本衣食方面的低限度满足之外，这些孩子很难得到营养改善、康复训练等方面的专业支持。
部分家庭还会出于便于看管的目的使用各种物理手段限制儿童的活动范围。这种照料方式不仅不
能为孩子提供科学的成长支持，更是对儿童主体性和生命成长权利的严重忽视。

案例 2: 辛某，男，5 岁，河南省 GT村人。辛某患有严重的生理残疾与智力障碍，四肢
扭曲、双脚无力，且语言能力发育严重迟缓。辛某的父亲自年轻时就开始外出务工，后因
为辛某患病导致家庭医疗开支增加，更是无法舍弃在外打工挣钱的机会。在辛某 3 岁之
前，母亲一直在家照顾他。之后，随着辛某年龄增大，母亲也日渐失去了耐心，她将辛某交
给村里的爷爷奶奶看管，自己带着更小的女儿到县城务工生活。留守在家的辛某，主要是
由年迈的奶奶照料，由于精力有限，奶奶对于辛某的照料只能做到保证他“有饭吃、有衣
穿”，并不会有意识地对孩子的自理能力进行提升训练，为了减少换衣频率，奶奶到现在
还在给辛某用纸尿裤。从最近一年的情况来看，辛某的生存处境不仅没有明显改善，还出
现了新的危机状况。根据奶奶的讲述，当前她对于孩子照料尤其感到力不从心的是辛某
频繁的“发病”———突然晕厥、身体向后直挺挺倒下。如何应对这种情况，是否需要再次
到医院治疗，成了一家人最大的苦恼。
留守儿童在生存与健康成长方面表现出来的多元危机，是留守家庭功能进一步消解的集中体

现。一方面，困境留守儿童群体的出现意味着部分家庭在“以流动实现发展”的过程中遭遇了失
败; 另一方面，儿童陷入难以改善的境遇也是家庭内部成员逐渐个体化的证明。归根结底，留守人
口的出现是农村家庭基于总体性发展而做出的一种策略选择，“老幼留守、青壮外出”的成员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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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中国新闻网，26 省份出台关爱留守儿童政策不满 16 岁不得单独居住，2016 － 10 － 29． http: / /edu． people． com．
cn /n1 /2016 /1029 /c1006-28817608． html。
在所有 1 881 名留守儿童中，只有 3 名自我监护的留守儿童，其中两名是独自生活，一名是与不满 16 周岁的姐
姐一起生活。



模式可以使家庭劳动力的效用最大化，让家庭尽快实现改善与积累［18 － 19］。而在家庭处境改善之
后，留守儿童的生存条件必然会提高。这一解释体系是儿童父母在监护履责缺位时使用的理由，也
是较多研究成果分析留守儿童处境的基本话语［20］。然而，这种为了“大家”牺牲儿童“小我”的家
庭发展预期路径，并没有看到这种策略失败后对家庭成员带来的消极后果。通过流动实现发展，实
际上是将儿童的生存状况与宏观的经济空间，以及成年劳动力在此空间中获取的发展机会直接关

联起来。在此意义上，儿童抚育不再是一个家庭内部事务，而是嵌入到复杂经济社会环境变动的连
带反应链条中，留守儿童成为成年劳动力在外部经济竞争失败的直接波及者。这种强大的经济联
动机制及其间的高度风险，是农村家庭自身无力抗衡的。
除了外部宏观不可控因素，家庭内部的成员间关系变化也严重制约着困境留守儿童生活境遇

的改善。随着人口流动态势的增强，农村青年的婚育模式逐渐发生改变，村中远距婚姻增多，事实
婚姻现象也愈发普遍［21 － 22］。在此趋势下，核心家庭中年轻夫妻“越轨”的道德风险逐渐降低，一旦
出现感情危机，婚姻关系极易走向破裂。夫妻离异以及随后而来的远距化分离，会直接影响到这些
年轻父母履行其抚育职责。单亲家庭留守儿童之所以难以得到来自父母的足够经济支持，部分原
因就在于这些青年父母亲对子女的抚育责任认知严重降低。这种“不履责”现象的出现是家庭关
系进一步拆解、成员个体化愈益增强的重要表征。当个体将主要的生活中心置于远离“根土”的社
会情境中，对于自我的“全新”呈现便有了实现的基础，至于留守家庭中个体的角色职责包括为子
女提供成长支持等侧面，则被掩藏起来，亲子之间的牵绊也渐趋无形。调研发现，父母拒不履行抚
育职责导致儿童身陷困境难以摆脱的案例并不在少数。江西省 YG村一位离异的父亲将 1 岁多的
儿子留在家中让孩子的爷爷奶奶照顾，自己只身外出打工。之后的 5 年中这位父亲没有给过家里
一分钱，也很少会返乡探望年幼的儿子。留守家庭中的爷爷为了赚取生活所需整日以农业雇工的
身份到处找活干，孩子只能与患有精神疾病的奶奶终日相处。在此情形下，家庭在孩子成长方面发
挥的主要支持和保护作用几乎消失殆尽。
上述困境留守儿童在生存方面存在的诸多危机以及这些危机背后所折射出来的农村家庭功能

的弱化，再次佐证了外部主体对留守儿童群体进行积极帮扶的必要性。对于身陷多重困境中的留
守儿童来说，农村家庭所能提供的修复支持与改善路径极为有限。

三、困境留守儿童的社会福利供给状况与发展建议

当前阶段，多方主体供给的留守儿童关怀与帮扶举措已经惠及到了部分困境群体，在改善留守

儿童处境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这些社会福利供给主体主要有政府、学校、社区、公益组织等等，由
于性质不同，各主体在具体的保障内容与行动方式上存在明显差异。
( 一) 正式支持与加强儿童主体性认知

政府部门是正式支持资源的主要供给者，对于困境留守儿童来说，民政部门提供的各种形式的

经济支持在改善他们生存处境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尤其是那些因自身生理障碍而陷入困境的留
守儿童，他们能够比较容易的获得正式社会保障资源，以大病救助、残疾人补助、低保等形式得到相
对稳定的经济支持，改善家庭和儿童自身的处境。近年来，国家不断完善强化正式社会福利体系，
民政部门的支出也不断增多。尤其是精准扶贫战略的推进，促使社会保障资源精准传递至需要帮
扶的农户家庭，部分困境留守儿童的生存危机得到了根本性解决。2017 年 3 月，贵州省多部门联
合下发了《贵州农村贫困人口大病专项救治方案》，对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中符合 7 类 13 种大
病专项救治范围的对象进行免费救治①。榕江县 ＲS 村一位患有先心病的 5 岁留守儿童顾某就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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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贵州农村贫困人口大病专项救治方案即日起施行，贵阳网—贵阳晚报，2017 － 03 － 03，http: / /www． guizhou． gov．
cn /xwzx /gzxw /201703 / t20170303_704252． html。



此得到了免费的诊治机会。自顾某出生以来，家里就因为沉重的医疗开支深陷经济困境之中，除顾
某父母外，爷爷也一直在外地务工赚取收入。当顾某身体出现问题的时候，一家人会立即从全国各
地奔回家乡带着他四处就诊。这种流动分离的状态一直持续到 2018 年，在 2018 年 3 月顾某得到
了去上海接受诊治的机会，两次手术之后，顾某的病情得到了控制。孩子生理危机的克服，直接改
变了一家人四处游离的状态，爷爷决定返乡务农，孩子的妈妈也将务工地点转移到县城，一边务工

一边照顾可以正常就学的顾某。
与其他形式的支持资源相比，正式社会保障系统供给的资源力度极大且稳定性高，在解决困境

留守儿童生存危机方面发挥着无可替代的核心作用。当前国家对于留守儿童、困境儿童的一个主
要支持政策倾向就是将二者纳入既有的社会福利与社会救助政策体系中，使其成为受益主体，扩大

社会保障制度的覆盖对象范围。然而，在具体的政策落实过程中，儿童的主体性并没有得到足够的
体现。
在农村，低保户、贫困户的认定都需要经过“农户申请—村庄民主评议—村委上报—乡镇政府

核实审批”的流程。在此过程中，村委干部与乡镇政府工作者优先考虑和认可的是那些具有明显
生理障碍、劳动力严重缺失的申请者家庭，至于留守儿童群体，只有符合“显性生理弱势”标准的孩
子才能得到申请资格认可。这种保障对象的识别方式并没有对困境留守儿童的多元危机处境给予
足够重视。在此背景下，将留守儿童、困境儿童纳入国家社会保障体系，实际上是推动他们与其他
弱势群体共同竞争既有的保障资源。这样产生的一个直接后果便是，在争取国家正式支持的过程
中，不同类型困境留守儿童的机会并不均等。以单亲家庭的留守儿童获得正式保障的情况为例，调
研中单亲家庭留守儿童的数量占所有被调研对象的 2%，在这 40 户单亲留守家庭中，只有 35%的
家庭被识别为低保户，在未能享受低保补助的家庭中有一半曾经申请过却没有获得批准。即使在
被识别为低保户的家庭中，绝大多数的被保障人是儿童以外的其他家庭成员，而非严重缺乏父母经

济支持的留守儿童。

表 4 单亲家庭留守儿童低保受惠情况

类别 具体情况 户数 合计

享受低保

被保障人

领取低保原因

儿童 4

其他家庭成员 10

疾病、重病 5

其他 9

14

不享受低保 未享受低保原因
没有申请 13

申请了没有评上 13
26

留守儿童主体性的缺失不仅体现在保障对象的识别环节，也同样发生在资源的分享使用环节。
农村家庭获得的各种名目的政府补助，并不一定会使家中留守儿童的生活处境得到直接改善，作为

家庭中的“失语者”，儿童并没有为自己争取利益的发声机会。调研发现，不少地区的农村家长会
在暑假期间带着孩子进厂做工，这种由于家庭内部的权力支配关系而导致儿童权益受损的情况，很

难得到及时有效的制止。因此，在今后正式社会保障资源的供给过程中，应进一步增强对留守儿童
主体性的认知。
( 二) 非正式支持及其常态化建设

除了政府提供的正式社会支持资源外，困境留守儿童还可以获得农村社区、公益组织等主体提
供的各种形式的非正式支持。社区提供的非正式支持主要依托于传统的血缘、地缘、亲缘关系网
络，表现为亲属之间的无偿帮助与邻里的守望相助等形式。与正式支持相比，社区内部的非正式支
持具有日常性、及时性的特点。困境留守儿童在社区内部得到的非正式帮助一般以各种日常照料
为主，如亲属、邻居提供的一餐饭食、几件衣物等等; 同时，由于居住在同一区域，村民可以在第一时
间发现困境留守儿童发生的意外事件，提供及时的救援。这种生活化的馈赠与关怀是既有的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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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制度无法实现的，对于遭遇心理危机的自我监护留守儿童、残障家人看护的留守儿童等群
体而言，这种根植于社区关系网络的帮扶具有尤为重要的意义。
对困境留守儿童提供非正式支持的另一重要供给主体是各类社会组织，包括公益组织、高校

等。近年来，通过政府购买以及组织自身的自发下沉等方式，社会组织对留守儿童的覆盖范围越来
越广。一些农村甚至建立了公益组织的常驻基地，为包括留守儿童在内的村庄弱势群体提供在地
服务与关怀①。与留守家庭内部提供的照料相比，公益组织中的工作人员一般都具有相应的专业
资质，可以针对性的对留守儿童出现的心理危机与性格偏差提供有效干预与指导［23］。常设机构的
进驻，还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弥补留守儿童的监护缺失，为其提供情感上的陪伴。
非正式组织提供的灵活多样的帮扶在满足困境留守儿童多元需求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要全

面改善困境留守儿童的生存现状，构建多元综合性支持体系，非正式支持主体的优势需要持续加

强: ( 1) 进一步开发调动农村社区基于传统关系网络形成的支持资源，探索社区内部支持网络与正
式保障制度的有机衔接，为困境留守儿童提供全面日常化的支持机制; ( 2) 扩大公益组织的服务内
容与覆盖范围。在服务内容方面，当前公益机构的工作侧重点在于对留守儿童进行情感支持与心
理干预，对生理障碍留守儿童的关注相对缺乏。因此，为残障、重病留守儿童提供照料指导与康复
支持，可以作为公益组织今后的一个重点发展方向。在覆盖范围方面，现有的公益机构很难辐射到
偏远及深度贫困地区，要对接这些地区的困境留守儿童，可以尝试建立儿童与帮扶者之间的线上交

流平台，借由网络技术让公益组织惠及更多群体。

四、结束语

对留守儿童、困境儿童进行帮扶已经进入国家正式制度规划，成为当前及今后完善社会保障体
系的重要内容。长远来看，留守儿童困境的解决需要的是家庭监护的弥补与回归。然而，在城乡经
济不均衡发展的持久存续与二元制度的深远影响下，农村家庭很难实现整体性的“在乡重聚”或
“举家流动”，异地分离、成员拆分式的家庭抚育模式并不会在短期内消失。在此过程中，改善困境
留守儿童最有效的路径是调动既有的社会支持资源，引导各类主体充分发挥帮扶作用。在正式支
持方面，政府提供的制度化支持资源在改善留守家庭经济危机方面发挥了主要作用，为困境留守儿

童生存现状的改善提供了基础性支撑。不过，在正式支持政策的具体执行过程中，困境留守儿童的
主体性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了，这导致国家提供的社会保障资源没有覆盖到部分儿童，不能做到
“应保尽保”。在非正式支持供给方面，各类主体在满足困境留守儿童的多元需求方面发挥着积极
的作用，其帮扶内容和供给形式具有“生活化”“日常化”等优势。
总而言之，要对困境留守儿童群体形成有效的支持，需要关注不同类型困境留守儿童表现出来

的多元需求，提升政府正式社会保障资源的供给能力，强化困境群体获取保障资源的主体性地位，

同时提高社会力量在专业领域的参与积极性，并支持其持续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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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iving Condition of the Left-behind Children in Difficult Situation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upporting System

WANG Dan PAN Lu

Abstract Current studies on left-behind children tend to focus on internal diversities of the group and put more emphasis
on social care for the disadvantaged left-behind children． This study constructs the concept of the Left-behind Children in
Difficult Situations to define the most disadvantaged group of the left-behind children，analyses their specific types，living-
conditions and the reasons of their difficult situations．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left-behind children in difficult situations are
not only in face of serious survival crisis，but also suffering from complex psychological issues and lack of emotional com-
panionship． In order to realisticallyimprove the current living situation of theleft-behind children in difficult situations，dif-
ferent subjects should collaborate to constitute a comprehensive supporting system． To this end，the government should ex-
pand the supply capability of formal social security resources，enhance the cognition of the children’s subjectivity． The
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should give full play to their professional advantages，continue to exert strength to offer multi-
ple supports for left-behind children in difficult situations，such as the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and emotional companion-
ship．
Keywords Left-behind children in difficult situations; Formal support; Informal support; Social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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